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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屋连甍”：明清鄂西北“隐形”区的

流民与山匪
1

王玉德，王 谷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明清时期鄂渝陕豫毗邻地区是一个“隐形”区域，该区域山林之中居住了大量的流民，而政府没有

他们的户籍记录，也长期缺乏有效的管辖和治理。这里的流民构成复杂，多来自于周边省份，他们入山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匪帮威逼、邪教蒙骗、赌博欠债等因素，山民往往沦为山匪，山匪内部有着严密的

组织结构，势力强大的山匪还与官府勾结。明清官方对该区域采取了一定的抚治措施，曾设置郧阳府为专门的治理

单位，采取流民附籍、整治武备、宣讲教化、赈恤抚治等具体措施。但是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实效，一旦官方治

理松懈，教匪等势力便卷土重来，导致该区域治乱反复，民风剽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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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鄂西北山地流民的麇集与疏解，流民与山匪间的关系转换，官府与山匪间的管制与依附，一直是本区域明清史研

究不可忽视的课题。对明清鄂渝陕豫毗邻地区“隐形”山地的研究，大约在2000年后才渐入佳境。一方面过去的学者还没意识

到这一区域在明清历史中的独特作用，另一方面因资料缺失，研究难以细致化，只能偏向宏观研究。学者们多专注于对官府机

构、历代职官、经济、文化的研究，较少从社会史视角切入。本研究意在通过官府“抚治”这一脉络，深度剖析明清鄂西北山

地流民的成因与构成、民匪转换的动因与机理，以还原明清两代本区域民众真实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

一、“隐形”区域的界定

鄂西北的鄂渝陕豫毗邻地区，分别属于相邻四省的周边偏远区域。本区域地域广阔，以山林为主，便于藏匿人迹，看似荒

山老林，实则其间生活着上百万的民众，他们在此劳作生息，而官府却没有他们的户籍记录，一如“隐形”焉。此“隐形”乃

相对概念，自秦以降历朝对本区域都有管辖，但囿于本区域位于四省交界，正如方志所载，“一州十县……倶在万山之中，……

相离襄阳远则十日，近不下五六日。一旦有事，若待走报湖广三司议调官军，鲜克济事”[1]309。本区域离各地的政权中心相距颇

远，因国家实力和管理体系的完善度等原因，造成政府对此地的突发事件反应缓慢，例行巡查更是耗费时间，还耽误中心地区

的政务处理。长此以往，官府的管理触手难以企及或难达目的，造成官府在本区域的管理越来越淡化。管理手段的弱化和管理

效果的淡化，使朝庭在本区域的影响力演变为与民间宗族体系并列或符号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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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关于鄂渝陕豫毗邻地区山地的记载，大多是因发生叛乱，朝廷派兵镇压等与军事相关的记载，而关于本地区的居民生

活状态很少提及。本区域在明成化以前分属四省，我们只能从四省与此地毗邻的地方志中寻找“隐形”区域的社会经济情况。

直到明代成化年间将本区域独立设府后，政府强化对本区域的控制与管理，相关的史料才日渐丰富。明都御史原杰在《处置流

民疏》中写道：“陕西汉中等府，金州、商洛等县，俱与荆、襄接境，系流民新聚处所……奈何襄阳僻在一隅，相离本布政司

水路动经月余。”[1]309大可知这一区域包括现在的荆州、荆门、襄阳、十堰等地。原杰考虑到这些相邻地区都系长山大谷，密傍

江河，连通贯达，单独设防，不利于控制。遂又建议：“因恐有违碍，臣又同各该委官踏勘，得尹店、南门、白石河、丰阳、

南召、桐柏等处相应立县，马良等坪止可立堡，穆册赵保村、杨埠各应添设巡检司。”[1]310由此，大致可界定广义的“隐形”区

域包括鄂渝陕豫毗邻地区的荆州、襄阳、南阳、商州、汉中、夔州、郧阳六府，竹山、竹溪、平利、房县、保康、兴山、巴东、

建始、大昌、巫溪、奉节、谷城、南漳、光化、均州、郎县、上津、白河、山阳、旬阳、淅川、内乡、新野、邓州、唐县等五

十三县。根据鄂渝陕豫峨邻地区山地地理分布的实际情况、行政域划和森林植被对人类的“纳涵”度和承载量，狭义的鄂渝陕

豫毗邻“隐形”地区为以房县为中心半径 250 公里的区域，包括保康、房县（含神农架）、张湾区、茅箭区、郧阳区、竹山、

竹溪、郧西（上津）、丹江口（均州，包含武当山）为核心的九个县级行政单位，暨明、清两代的郧阳府区域和襄阳府的均州

区域。本区域连接四省，其经济、文化、政治相互影响，彼此融合。在地形地貌上属秦岭和大巴山的延伸山脉，境内多条河流

与汉江交汇，最后经汉江汇入长江。笔者此处的研究范围倾向于狭义的“隐形”范围，研究所涉史料除了郧阳地区外，亦包括

毗邻的部分行政区域。

鄂渝陕豫毗邻地区山地自秦代或更早时期已有“流民”“隐居”于此，因缺少史料例证，“隐形”其间的流民具体的生产

经营状态很难被人所知。但通过官方多次镇压本地流民之乱来看，流民虽然在官府眼中如同“隐形”，但事实上一直存在，直

到明、清两朝，官府管理介入，隐形区的人群才逐渐浮出水面。这一时期有两个时间节点：一是成化十二年（1476）“十二月

己丑，置郧阳府，设行都司卫所，处流民”[2]173；—是康熙十九年（1680）“以四川平定，裁鄙阳抚治缺”[3]1118。明成化十二年

前，本区域属于官府力量范围的边缘地区，为流民桃源，他们在这里过着自给自足、不役不赋、妄知法度的日子。成化十二年

后，鄙阳府的建立标志着本区域进入专员管理阶段，鄙阳府的主要职责就是招抚流民，政府的管理有所加强。但相较其他“显

形”地区，政府对本地区的实际控制能力依然薄弱，这导致该地区在明朝末年成为兵燹多发之地，活动于该地区的诸多民间武

装成为颠覆明朝政权的重要力量。政府对本区域的统一管理一直持续到康熙十九年，鄙阳抚治裁撤后，其管辖区域又重新分配

给相邻地区。政府专管缺失后，本区域又重新被边缘化，社会秩序再次进入失序状态，一直持续到民国建立。

二、“隐形”区域的流民

（一）进山路径

因本区域的隐蔽性，人们凡遇灾荒、兵燹、苛政、官司等需避世遮身之情状，进入本区域为首选，其进山路径，严如煜在

《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

流民之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郊阳，西南则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

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4]58

这段引文明确指出了流民进入“隐形”区域的主要途径：北面，西安——凤翔一线；东面，商州——郧阳一线；西南，重

庆——夔府——宜昌一线。流民往往以血缘、地缘、宗族为纽带，扶老携幼，自带家业细软，结伴而行。进山的流民出于隐蔽

行藏的目的，在路径选择上往往不走大路，多选山间小路；为节省路费，不住客栈，也不在饭店吃饭，在夜间不得不休息时，

往往选择沿途的祠庙、岩屋或大树下休憩，“取石支锅，拾柴造饭”，随遇而安。进入林区之后，沿途遇到合适居住的乡村，

便寄居下来。因本区域地广人稀，村落分布零星四散，一沟一谷内，有时数十里难遇人气，既能给流民提供隐匿生活条件，又

能提供生产条件，所以郧阳地区成为流民选择流入的首选。流民在此或租赁、或买断、或新垦荒地，以满足自身的基本生活需

要，其居住房屋最开始常用木材和茅草搭建简易草棚，仅能遮蔽风雨，勉强安身，其户称为“棚户”，其民称为“棚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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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些一无所有的“棚户”和“棚民”，其生产资料往往依靠租借而得，“借杂粮数石作种”，经过数年辛苦经营，积攒下数

年粮食，通过典当自有的山地农田获得钱财，开始改造之前简陋的草棚，以泥石为基，建起土屋数间。居住环境的改善标志着

“棚民”正式定居下来，这时候的“棚民”就可以取得官方正式认可，得以附籍，称为“土著”。因“棚民”今在此，明在彼，

流动性很强，谓之“流”也，官府称之为“流民”。

（二）流民籍贯

“隐形”区人口大部分来自周边及相邻省份，而土著人口只占很少一部分。本区域的外来常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五分之四。

原杰在《处置流民疏》中说：“取勘流民共十一万三千三百七十一户，男妇共四十三万八千六百四十四丁口，审系山东、山西、

陕西、江西、四川并本省军民等籍。”
[1]309

吴桂芳在《条陈民瘼疏•郧阳》说：“（郧阳）土著之民，十仅四三。而五方流寓，

居其六七。”[5]3662万历《郧阳府志》中记载：“陕西之民五，江西之民四，德黄、吴蜀、山东、河南北之民二，土著之民二。”[6]382

成化十八年，吴道宏称：“荆襄虽称流民渊薮，其来实自河南。”[7]3470以上文献表明，郧阳地区的流民主要来自于郧阳周边区域。

综合而言，陕西流民最多，江西其次，河南再次，其余来自于山东、山西、四川及湖北等地。

流民流入本区域后即落户生根、娶妻生子，以血缘、姓氏为纽带聚居一地，很多家族经过数代经营逐渐成为当地的望族。

以郧西县为例：

（郧西寇氏）祖籍为山西洪洞县，明洪武初年迁居陕西渭南县，继而徙至上津伍峪河寇家岭……繁衍至今 23代人，为县西

部迁来最早的姓氏。县东部（原为郧县所辖）迁来最早的为梁姓，明洪武初年，从湖南长沙迁至城东四堰坪，发展至今已 21代

人……从江西吉水迁来夹河长沙坝住居的王姓，迄今 21 代人。从省内应城移至伞河孙家湾居住达 20 代人的为陈姓。江苏无锡

迁至香口、城关、六郎、土门居住，到 80年代末达 18代人的为柯姓。
[8]94

据上世纪 90年代的统计，鄙西县姓氏人户最多的是王姓，现存 1000 户以上，大都同姓不同宗，来源各异；其次是陈、李、

刘、张、柯等姓，均在 500 户以上；300 户以上姓氏为徐、孟、杨、周、夏、汪、黄等[8]94。引文中寇氏来源于山西洪洞县，从

迁出地域看应属于官方移民。然而从寇姓的迁移路径看，寇氏最先迁入陕西渭南县，这次的迁移应是在官方移民政策下进行的，

随后再迁入上津伍峪河，第二次迁移时间为明初禁山时期，政府不鼓励人口进入此地，本次寇姓的迁移应该是作为流民进入的。

根据明初各地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山东、安徽、河南都是遭受战争重创的地域，来自于这些地方的外来人口多为流民，结合前

文所述流民籍贯，可综合判断这些姓氏中来自安徽、江西、四川以及本省的姓氏多属流民。

（三）流民构成

梁材在《议处郧阳流逋疏》中分析“隐形”区域的流民构成时说：

中间流民，有先年附籍数姓朋户，今众至二三十丁，或五六十丁，自有附籍之心。后因府官科差烦重，随复逃移，版籍为

虚者；又有流来年久，迷失乡贯，造屋买田，取妻生子，不曾报册者；又有近年荒困，流移趁食未归者；又有逃军逃匠避罪不

还者。[9]954

可见，“隐形”区流民的构成较为复杂。从身份上看，这些流民有在高额税赋下无法生存的农民，有因战乱兵燹家园成灰

的难民，有横行乡里身获不法的朝庭要犯，有投机钻营来本区糊口的小贩，也有必须世代为业而不甘的军户和匠户，他们中的

一部分人愿意在本区域安居附籍，开垦荒地；而另一部分人迫于其违法身份不能曝光，因而成为黑户“岁丰则火耕水种以避差，

岁饥则啸聚争夺而为盗”[9]954。在这两类人中，前一种所占比例较大，以原杰清查流民为例，其清查准则为鼓励第一类人附籍，

驱逐不安定因素，即前文所提到的“另一部分人”，当时清查出的良民人口为“九万六千六百五十四户”，不置产业的人口为

“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三户”，前一种人口是后一种人口的九倍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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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地区的流入之民一直处于流动状态，彼时附籍的流民，因为科差有可能再次逃亡，而此期间也会有其他流民陆续

进入本地，所以“隐形”地区的实际人口与官方的统计记载往往不符。官方为了实现对流民的有效控制，每隔数十年就要对本

地进行流民清查，即使如此频繁清查，其数据仍然缺少时效性。本地流民构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增加了本区域社会管理的难

度和成本。而流民对原身份的有意掩饰和政府管理之间存在天然矛盾，增加了本区域的社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成为了“隐

形”区域的祸乱之源。

（四）生产经营

“隐形”区域多高山，山势回环，山体覆土层为碎石沫与枯叶多年腐化而成，土层绝薄，只适合根系发达的植物生长。山

间偶有坝子，山民视若珍宝，世代拾掇耕种，乐此不疲。“民勤稼穑，于山湾溪角尽垦水田。其平原之中锦塍相接，故其米谷

之饶，洵阳白河客民亦借资焉”[4]41。山内居民因对稀缺土地有着天然的热爱，养田种苗肯下力气，把山内稀少的耕地收拾的井

井有条，使得土地相对平缓的陕西籍客民也常向他们借粮以度饥荒。山内民众绝大多数以耕种、养殖为生，也有一小部分山民

以狩猎为生，“猎户平时专驱除虎狼之为民害者，其火枪百不失一，五溪蛮无以踰之”[4]71。

山区民众最大限度的利用山内资源，开展各种生产经营活动。除去开荒种田之外，还在笋厂、纸厂、盐厂、木耳香蕈厂、

药厂、金厂等厂出佃打工，养家度日。山内之厂规划较大的有几千数百人，也有规模较小用工数十人的小厂和小作坊。当地拥

有竹林的居民，到了夏至时节，就会进入竹林，女子摘笋，男子砍竹，把竹笋、竹子拿到厂里售卖，山内像这样获得利益的人

家不在少数。山内铁厂分红山、黑山。黑山为炭窑，一般靠近老林区，砍伐树木装窑烧成煽铁炭。红山是人们对出铁矿之山的

称呼，矿石块色微赤故称红山。铁厂用工最多，“每十数人可给一炉，其用人最多则黑山之运木装窑，红山开石挖矿、运矿。

炭路之远近不等，供给一炉，所用人夫须百数十人，如有六七炉则匠作佣工不下千人，铁既成板或就近作锅厂、作农器匠、作

搬运之人又必千数百人，故铁炉川等稍大厂分常川有二三千人。小厂分三四炉，亦必有千人、数百人。利之所在，小民趋之如

鹜”[10]350。山内辟有山场集市，山民定期赴场贸易，集市有开在市井旁的，也有开在无人烟之处的荒场。山场集市管理者由大家

推举产生或由黑恶势力及光棍泼皮控制，称为场头。山民在场贸易时，俚棍泼皮等不安分之人常勾结山匪响马对财货人丁进行

劫掠，场头向场内贸易之人按人收费，以和平赎买，从而保全场内贸易之人的人身安全。而山匪所劫掠之财物与场内内应分成，

狼狈为奸，山民敢怒不敢言。“当山货既集，如有啯匪猝至，则场头恐其劫掠，敛钱相赠。所全者多未可遽以通盗绳也”[4]64。

三、“隐形”区域的山匪

（一）山匪由来

“隐形”区域孤地久远，长期脱离主流社会，政府管理系统虽有建立，但并不健全，当政府管理不到位时，社会其他势利

就会野蛮生长，加上高山林老，这些客观条件，造就了本区域严重的匪患。“湖广郧阳府所属县在北近府者，尤未甚远；其在

南则相距或四百余里，或六百余里，其竹溪，山势接连四川地方，径可七八百里，而环又过之。中间悬崖小径，方寨深洞，人

迹稀至，奸人妖术，尤易久藏”[1]341。

山匪之构成极其复杂，山匪之中一部分人本是本分山民或正经小生意人，匪帮常采取先人身绑架，带其远离家乡、孤身无

援，使其身累，使其志惘。再让其在胁裹之下被动参与杀人越货，如不按匪帮指示行动则就地处决，以“投名状”形式逼其入

伙，这部分人因参与了命案或劫掠，被迫成为匪类。相关记载说：“贼匪窜匿山中，遇丁壮辄裹之，反缚令负粮跟走，惘惘行

山谷中十余日，去乡已远渐释其缚，逼令刺杀所掳之人，以坚其心。不则谓无用，转杀之矣。故兵勇所获裹胁，供亦多称杀人，

要非其本心也。”[4]63也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参与赌博，在职业赌徒和黑恶势力的套路之下欠下巨额债务，质妻质子、典宅当地，

最终破罐破摔而沦为匪徒。“山内地虽荒凉而赌局绝大，往往数百两千两为输赢之注，无钱以偿，流而为盗”[4]64～65。也有一部

分人因邪教的蛊惑而人伙，“教匪之煽惑山民称持咒念经可免劫杀，立登仙佛，愚民无知共相崇信，故入教者多”[4]63。另有部

分山匪属社会无业游民，“山内各色痞徒闲游城市者，统谓之‘闲打浪’。此辈值有军兴则充乡勇营夫，所得银钱随手花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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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啯匪则相从劫掠”[4]66。

以上分析可知，“隐形”区域山民沦为山匪的主要原因为匪帮威逼、邪教蒙骗、赌博欠债、蒙混吃喝，但也不排除部分山

民因发泄对政府不满而特意入伙。山民成为山匪往往一念之间，而自然环境和居住环境的隐蔽性，使得山民与山匪身份切换自

由，白为山民昼为山匪，而官府则对这种切换极难辨识。

（二）组织结构

良好的自然环境和险峻的山形地势，使本区域成为山匪藏身的优质避风港。“道路险阻，林木茂密，地方旷远，又系四通

八达截山径路，所以盗贼不时出没，截割人财，行旅居民甚遭其害”
[1]347

从明成化到隆庆一百余年间，单发生杀死典史、主簿、

巡检、知县等主要朝庭命官事件就有数十起，小民遭劫丧命枚不胜举，一时官不坐堂、民不聊生，人们在山间行走要时刻警惕

被绑架、被劫掠、被杀害，人心惶惶。“山内官吏士民，行走数十里无不携有军器，以防贼匪贼人。暗藏利刀，质小而锐，名

曰黄鳝尾。遇追捕紧急，挺持格斗，我无利器则为彼牋害”[10]372。山匪利用山中有利地形，身怀利刃采取强行拦截、跟梢设伏、

入室劫杀等多种行式，侵害官民财货，遇有反抗则持械劫掠，山民稍有不慎则人货倶亡。这种恐怖环境使人们的心理时刻处于

紧张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丧失殆尽，只能信任血缘关系，而对血缘以外的社会关系保持审慎和戒备，这也从一个侧面

解释了在“隐形”地域内官府威信不高，政令难以彻底执行的原因。

山匪有红、黑钱之分，黑钱客一般通过装神弄鬼，换包设骗，多以术骗。红钱客则靠结党持刀执枪，以强行劫掠为生。如

遇反抗则大开杀戒，因此无人敢惹，就是报官抓住其同伙，中途也常常被其设计抢去。山匪一般在山内依山就势，斫木架棚练

习武艺。在匪帮内部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和约束机制，一经拜师入伙，续分长幼，不许轻意离伙，有不经允许私自离开者格杀无

论，以确保匪帮的稳定性。团伙内等级森严，有约定成俗的礼仪和习俗。“其长曰老帽曰帽顶，其管事之人曰大五、大满，其

兄弟辈所带之龙阳曰干儿，呼各兄弟曰伯、曰叔，伯叔相遇，不敢亵语，如犯之，拔刀相向，甚于调其妻妹”[10]372。山匪为培养

成员的忠诚度和归宿感，经常掳掠儿童，授以击杀之术。“贼掳十数岁小孩，教以击刺。稍大者号曰毛牯锥，次者号曰马娃子。

此辈幼小无知，以杀人放火为顽戏，便捷轻锐，如锥如马，故以为名”[10]372。

中国社会在数千年封建礼教统治之下，人们早已习惯了统治者对其行为的约束和思想钳制，在政府的严格管控之下，人性

之善被有效放大，社会基本处于良性轨道上。而管理的弱化和思想引导的放松，带来的是人性之恶的放大。人性放纵的后果，

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往往是灾难性的，而明清两代“隐形”区域的匪患正说明了政府管控的有效介入，是社会良性运转的必要前

提。

（三）官匪勾结

因山内民众居住松散，有时一山或一谷内只住几户或一户人家，不如平原大川村居，可相为呼应。一旦遇匪，山民势单力

孤不敢反抗，束手就擒，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亲人或财物被劫掠而去。“开山种土，良民尽多，其间与匪徒相比者，亦自有。故

山内村落绝少，不过就所种之地，架棚筑屋，零星散处。所称地邻，往往岭谷隔绝，即两山相望，而一上一下，动辄数里。匪

徒窃劫，难资守望之力，孤掌难鸣，不敢与匪徒为难”[10]372。“隐形”区域民众的这种居住分布，助长了山匪活动的恣意性和势

力的快速坐大。

另一方面因官府对胥吏管理的松懈，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山匪和胥吏迅速勾结，在日常摊派、邻里诉讼、征丁编伍等方

面，设下重重阻隔与陷阱，对山民百般刁难，而胥吏则乘机渔利，中饱私囊，加重了山民的痛苦。“山内差役，多客民充当，

无风生浪，遇棚民有事，敲骨吸髓，弁兵附和为奸，如今日檄令查某寨，明日差令禁某事。地方鸾远，山民受其凌虐，无可告

诉，无为申理，嚣然无复有生之乐”[10]373。除去强行劫掠，匪帮还常以赌为媒，百般利诱，大摆陷讲局、仙人跳，强夺山民田亩

财产，因有俚棍参与和胥吏保护，山民遭受勒索敲诈，往往求告无门，最后不了了之。“匪中有领账房之名。用青布数十疋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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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账房，一二具凳桌皆备。遇民间红白事，头人持帖送分张帐于其家，号曰欸客，戚友吊贺，坐其帐中，即入赌局。家中稍有

赀产者，百技诱骗，或用酒灌醉，但一言人场，即为代赌，所输之数勒主人作保担，认强抢牛马，逼卖田产，无所不至”[10]372。

即使受劫山民执意报官，差役胥吏又与黑店、山匪沆灌一气，使出种种手段，往往一案结，而数家破，民众不敢走正常渠道报

官过堂，而只能屈服于由匪帮、胥吏、恶棍、黑帮组成的第三势力和社会潜规。文献记载说：“差役手奉一票，视为奇货可居。

边境距州县鸾远者，往往将所唤之人，羁押中途，客店店主串通一气，彼此分肥为之开说……未遂或更有株害之人，则云唤至

中途被某某等纠众抢回，禀请加票。唤至城中，又羁之保户，屡月径旬不得质讯。差役坐食两造饭银，差费一讼所用动至屡百，

至命案之邻证，盗案之开花。一票尤必破数家，民苦莫诉，几何不胥民而盗也。”[10]374

在中国传统管理体系中胥吏属贱业，胥吏文化一直是其糟粕。能否规范其行为完全依靠官府主官权威，主官对下属要求严

格、执法严苛，胥吏则尊官护民，不敢胡作非为。如遇主官放任，则极易与社会黑恶势力相结盟，大行不法勾当和“灯下黑”，

而官府主官因在行政过程主要依靠胥吏帮差，而只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清两代“隐形”区的胥吏多数由客民中奸猾之

人充当，客民属流民，其本身对本区域没有归属感，对本区域民众也无情感羁绊，与黑恶势力的勾结尤其严重。胥吏行事好无

怜悯之心，造成了民众与官府间的心理违和和情感对立，增加了官府的行政成本，削弱了官府在民间的权威，为明清两代本区

域“流民之乱”埋下了祸因。

四、官府对“隐形”区域的管理

（一）流民附籍

明初对“隐形”地区的流民最初是以驱逐为主，流民聚集为乱之时，往往施以武力镇压、强行驱逐之策。《明史》记载：

“忠之下令逐流民也，有司一切驱逼。不前，即杀之。民有自洪武中占籍者，亦在遣中。戍者舟行多疫死。”
[11]4730

强行驱逐的

后果是流民聚集的情况在短时间内得到了解决，数年之后，流民去而复来，流民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因此，官方改

变流民政策，在“隐形”地区设立特区——郧阳抚治，专事招抚、管理流民。

首任都御史原杰汇集众家之言，深人郧阳山区，开展实地调查研究：“遍历诸郡县，深山穷谷，无不亲至。至则宣朝廷德

意，问民疾苦。诸父老皆忻然愿附版籍为良民。”|12]567确立了附籍的基本方针：

合将近年逃来不曾置有产业、原籍田产尚存流民戴广……并平昔凶恶断发原籍者，照例遣回。其本分营生流民张清等……

编附各该州县户籍，应当粮差，仍严立禁条，用度将来流徙。此非一时之安，亦有久远之计。[1]309

原杰以有无恒产、经营为标准将流民分为两类，并给与了不同的处置方案。对于无恒产者，原杰认为这类人是本地区不安

定的主要因素，主张把这些人发回原籍，不允许他们在本区域附籍。对于有恒产者，因为这类流民安心生产，且亲朋故旧均在

本地，已对本地产生归属感，是本地区生产发展的潜在劳动力，当积极帮助他们附籍，获得合法身份。官府要求流民附籍之后

必须纳粮当差，并严格要求其遵守各规章，防止其再次逃逸。《大明会典》对此后明朝政府关于流民附籍的管理有如下记载：

宣德五年（1430），“逃户已成产业，每丁种有成熟田地五十亩以上者，许告官寄籍”[13]352；正统元年（1436），“其已成家业

愿入册者，给与户由执照，仍令照数纳粮”[13]352；成化十七年（1481），“久住成家，不愿回还者，就令附籍，优免粮差三年”[13]，

嘉靖九年（1530），“置有产业、住种年久者，准令附籍当差”

明政府的统治者认为民众一旦有了财产、亲缘等牵绊，逃移的成本增大，更容易在一地定居，这个区分虽然有些简单，但

是比较精准地把握了底层民众的心态，也使区分流民工作变得更有效率。原杰的做法因人而异、因地制宜、有奖有罚、恩威并

施。在这一处置原则下，数量庞大的流民群体很快完成了附籍任务，迅速投入到了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之后虽然经过数次

流民清查，但是官员们基本遵循了原杰流民分类处置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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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籍之策自成化十二年始，至正德元年（1506），三十年间基本完成了本区域流民的附籍工作。正德元年三月，何鉴回奏：

“自都御史原杰，陈清区处之后，倶已附籍。即有脱漏及续逃之类，今亦不至失所。清查之举，宜暂停止……未究之数，宜令

抚治都御史孙需等俟年丰清察完报。”
[14]294

当年十月，孙需继续清出荆、襄、鄙阳、南阳、汉中、西安、商洛等府州县 118971

户流民，愿附籍者 92370 户，准予附籍。清查之举，至此告一段落。

“流民”附籍工作的完成，使这一区域的民众生活趋向稳定，为这一区域的社会发展打下了基础，保障了本区域社会的大

体平稳，在短时期内再没出现附籍前的“紊乱”状态。虽然明后期盗匪又起，社会秩序有所反复，但不能因此而抹去抚治官员

们对本区域的贡献。

（二）整治武备

“隐形”区域的社会不稳定性，使本区域成为明清两朝政府的一块心病。针对该地区的军事防御力量的不足，官员们纷纷

给予完善意见，正德年间的都御史陈雍在《革冗员以充实用疏》中写道：“荆襄地方乃湖、湘要害，陕、蜀咽喉，古号重镇，

奸雄多觊觎之心，宜宿重兵以防不测。”[1]312 都察院右都副御史张淳在《报捷及议处地方疏》中说：“所属各州县旧无城池者，

行令修筑以为保障。镇店无墙垣者，或立排栅、或筑土墙、或挑深沟以为防御。其人烟荒落可以通贼去处，设立巡司、哨堡，

以备他虞。”[1]316在这些共识中，以正统年间的王恕在《处置地方奏状》中最为详尽，他指出“隐形”区域的豪强、山匪的存在，

使得当地官府不敢征收其赋税，里甲也不能使其服徭役，这类人是本区域最主要的不安定因素，其起因于本地的卫所调配不合

理，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永乐宣德年间俱在本处操守地方，彼时山中虽有流民，畏惧军卫不敢啸聚为非；正统十四年，为

因摘调镇远靖州等卫，官军前去麓川、云南等处征进，致令边城缺守，苗贼出没”[5]304。

王恕以房县为例：房县地处万山之中，远离府城，土地肥沃，交通不便，是盗匪藏匿的极好地域。然而其设立的千户所，

因兵丁被征调各处，留守的只有一些老弱之兵，致使盗贼猖獗。又以均州为例：均州“与竹山、房县、上津、郧县、谷城、光

化相为唇齿”，彼此之间相互依存，互为警戒。本地千户所一部守卫本地，另一部分控制监管辖下地方。后征调修建武当山，

以此之名，不操练兵事，导致战力薄弱。本来郧阳地区就是一个不安定区域，本地卫所主要起到震慑周边的目的。但是由于其

经常被摘调，弱化了本地卫所的力量，而达不到震慑目的，卫所对于山匪豪强来说形同虚设。针对这种情况，建议将千户所兵

丁按任务种类分为出征、留守、备御、运粮等几班，几班之间轮流防御、监管、征调。优先保障卫所本地的安全，最大限度地

发挥卫所对流寇的威慑作用。

此外，卫所设置不均衡，不能有效护卫所有辖区。在一些交通要道没有设置关卡对可疑人员进行巡查；不顾本地现状，裁

剪官吏，使民受害。鉴于远安县离周围卫所距离遥远，遇事不能及时救援，建议在远安设立千户所，专门守御远安地方；在各

处交通要道设立巡检司，调拨官吏并弓兵一百人驻扎，对来往可疑之人进行盘查，实时监察来往民众，对不同群体处以不同办

法。一律以文引为通行令，杜绝无关人等进入禁山区域；州地则“州添设同知一员，县添设县丞一员，令其专一抚安人民”[15]306。

经过官府不断经营，自成化后本区域的政府管理体系和军事防御体系基本建成，“郧阳府所属郧、房、上津、竹山、鄙西

五县，每县原有民壮六十名，五县共三百名，皆拣选强壮有武艺者，谓之精兵”[1]403。政府管理体系和军事防御体系的建立，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维系了本区域社会的基本稳定。

（三）宣讲教化

险恶的自然环境和动荡的社会现实，造就了本区域民众爱面子，能吃苦、讲义气，敢于逞勇斗狠的性格态征。“人轻生、

敢斗，陕西当乡兵者多二竹郧西之人”[4]41。遇有压迫或不满，易揭竿而起进行反抗。“然楚故剽轻，秦犹矿悍，宛、邓间自昔

多任侠奸人，或未肯遽甘于死，迫之不已，必奋组梃而与官兵为敌，有其呼之，百万众不难集也”[1]422。因此，官府逐惭意识到，

单纯以武力镇压，效果并不明显，往往还会起到反作用。北城兵马吏目文会上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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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襄……流民潜处，出没不常，乞选良有司为之抚绥，军卫官为之守御，则流民自安。曰荆、襄上流，为吴、楚要害，

道路多通，必于总隘之处，加设府、卫、州、县，立为保曱，通货贿以足其衣食，立学校以厚其风俗，则其民自趋于善矣。[12]566

〜567

文会的上疏其实是对前人观点的归纳和总结，但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在提供土地、保障流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的同时，

要求各级官府、卫所武力上保证社会基本秩序的稳定。注重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从经济上满足本地居民日常需求，精神上教

化民众，确保本地区社会的和谐发展。

嘉靖重臣太子少保、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朱衡在《兵部复题改添提督军务疏》写道：“旷悍剽轻之性，狡诈顽梗之风，

易□难戢，欲一一感化之不布宏德，以立武事，其何能济?”
[1]350

要使山民心悦诚服，必须威德并施，在完善武装体系的基础上，

以耆老乡绅、贤良之士宣讲朝庭德政、民间善心孝训，感而化之，方能起到教化之效。“朔望山内场集均为演讲，责成地方官

实力奉行，风俗丕变，盗贼稀少，百年以来父老传为盛事”[4]78～79。

（四）赈恤抚治

赈，救济。恤，怜悯。赈恤者因同情而救济也。明清两代本区域属社会主要不稳定区域之一，虽有明代“附籍”之功，但

大多时候社会处于动荡之中，民众所处“流失”之态，极难稳定。正德朝右都副御史任汉在奏章中写道：“行令各该司府已后

凡有分派，将郧、汉、荆襄四府山谷之中偏州小邑及新设县，分量为除豁，不得视同腹里大县一概派征。庶使边民悦服，不致

嗟怨，以生他患。呼吁朝庭对“隐形”区域的偏州小邑及新设县区别对待，在赋税征收和徭役征派上考虑轻徭薄赋或免征、豁

免，以平服民众心中怨气，使其对朝廷心悦臣服，实现长治久安。在这些官员的不断努力下，朝廷多次下达豁免本区域钱粮的

赈恤政策，诸如：隆庆元年（1567），“免襄阳、郧阳被灾秋粮”
[16]254

；崇祯九年（1636），“免上津等十五州县田租”
[18]1285

；

顺治十二年（1655）、十四年、十五年三次下达免襄阳、鄙阳荒赋[19]141，149，153。

而对“附籍”和招抚的新民，朝廷除统一给予免租免税等优惠政策外，还会延长免租免税时限。如康熙七年（1668），批

准云南御史徐旭龄的建议，对不同荒地执行不同起科标准，“新荒者，三年起科；积荒者，五年起科”[20]2024 后来，随着各地开

垦土地增多，经济水平有所好转，各地起科年限重新回到三年、五年、六年不等。

明清两朝对于“隐形”地区居民给予赋税减免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山民的沉重负担。但这一政策并没从根本上解决山

区社会的稳定问题，山区民众丰年还好，一遇灾年或兵乱，缺粮无衣、饿殍倒毙如常，甚至出现了惨绝人寰的食人事件。据均

州申报灾年民情，“本州人民多在地名莫家山打取石粉，搀和麦面做饼食用，多坠肠而死，又盗割饿死人肉煮食”
[1]334

。至清末，

本区域民众的基本生存问题依旧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五、结 语

明清两代以房县为中心的广袤山区，因其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和区位环境的偏僻性，成为一个流民啸聚、民风剽焊的“隐形”

区域。明清两朝官府虽力图对本地区进行强力管理和经营，但效果并不明显，本地区在明清两代一直处于趋稳和紊乱交替反复

中。造成“隐形”区域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是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该区域的民众生活上得不到保障，为了生存往往心生异念，走向社会的对立面。没有恒产，

不能过上稳定生活的流民，遇匪遇兵没有进行顽抗的勇气和信心。流离失所，遇到教、匪胁裹，极易加入山匪和邪教团伙，变

为匪类和邪教徒。这种生存现实也使本区域民众行事无所顾忌，逐渐形成争勇斗狠的风气和结社落草的传统。

其次，是官方管理机构不健全。明清两朝本地区虽设抚置县，但纲举而目未张。一县之中精兵往往不满百人，一遇盗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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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距离上还是兵力上都不能达到“平乱定边”的理想效果。驻军仅有房县、竹山两个千户所，其余州县均在万山之中，距

离相隔太远，遇事官府无法及时处置。因此在社会管理中，官府力量弱化，匪帮、宗教、宗族势力迅速占居管理真空，形成社

会第三势力。第三势力的过分强大，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系数和复杂性。

其三，是移风易俗社会宣教不力。宣教者，宣为本，教以效，化于民。社会民众的个人素质决定着整个社会风气。从教化

之效而言，纵观明清两朝，虽有施展而效果并不明显。明清两代，官方和民间都没有运用好教化这一社会治理工具，没有形成

有效的宣教系统。民众和官府之间始终处于一种排斥、对立的关系，民众对官府的政策和举措在感情上并不认可，只知有宗族，

不知有朝廷，只信刀枪，不信律规。

官强而匪消，国弱而民羸，此消彼长，因循往复。明清两代官府对本区域社会的管理与统治，为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历史

参照，深刻地反映出政府和民众、经济与政治、社会与文化之间的深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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